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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明代文化以其独特的“活力”与“多样性”而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即以书籍出版为例,除
了商业化出版物成为大宗之外,实用类的书籍也开始大量涌现,甚至尚有诸多不入正统学者之眼的杂书

出版。此即明朝人所谓的出版物“猥滥”。在这些实用类出版物中,边疆史地书、兵书乃至农书的大量出

现,最为引人关注。所有这些出版物的出现,无不与当时的时代思潮,即以“实用”“经济”“救荒”为主旨

的“实学”思潮桴鼓相应。尤堪注意者,书籍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创造者的构成也开始呈现出一种多样

化的倾向,除了传统的文人学士之外,下层知识人更是成为这些文化产品的主要创造者,甚至尚有不少

宗室成员参与其中。本期所收两篇论文,张明富所撰之文,通过对明代宗室成员修建教育文化设施的考

论,藉此说明宗室成员人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倾向;葛小寒之文,通过对明代农书的系统考察,说明明代

农书具有日用技术性、士人休闲性与事功教化性三大特点,而且农书观同样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倾向。两

文所论,大抵可以为明代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下一注脚。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
张 明 富

(1.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市408100;2.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的

文化教育。明代宗室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

卫子弟及贫民。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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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设施是指人们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空间场所。这是一个

现代概念,在明代文献中并无此表述。但稽诸史籍,有关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记载并不乏

见,将这些史料汇集起来,予以诠释,对全面认识明代宗室群体的整体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通
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然目前学术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成果面世,本文拟就

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的种类和数量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记载,多散见于明代《实录》。其他史籍如张廷玉《明史》、焦竑

《国朝献征录》等只有零星涉及。兹据爬梳史料所得制成《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事例表》以示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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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事例表

序号 修建文化教育基础设施事例 资料出处

1
宁王权,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深自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著书

其间。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张廷玉《明史》卷一

百十六

2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垝,成化七年封。弘治二年,营御书楼、玩易洞。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

3
唐王弥鍗,弘治二年嗣爵,广置精庐于国中,集学徒俊秀者资给之,
使肄业。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

4

代府镇国将军仕奏:“臣于居第建书室一所,奉庋御赐经籍,燕处

其中,讲求义理,乞赐名额以为箴儆。”上曰:“自古贤人君子,未有不

学而能成者,仕生长富贵,舍耳目娱玩,而留意经籍,志向可嘉,特
赐名曰‘务学’,以勖其成。”

《孝宗实录》卷100,弘治八年七月癸卯

5 辽府湘阴王豪壧建书堂,以庋所赐书,因奏乞堂名,上赐额曰“谦勤”。 《孝宗实录》卷132,弘治十年十二月癸未

6
秦简王诚泳,尝铭其冠服以自警,尤勤问学,雅好吟咏,时节每延致

士大夫命酒赋诗,脱略势分,撤鹰房以创侍从儒臣之馆,捐隙地以益

正学书院之基。又于府西建小学,校尉子弟之俊秀者以文臣教之。

《孝宗实录》卷138,弘治十一年六月庚辰;焦
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宗室.秦王传》;张廷

玉《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传》

7 襄王佑材建楼藏御史经籍,以楼额为请,命赐名曰“宝文”。 《孝宗实录》卷189,弘治十五年七月己卯

8
辽府光泽王宠怀奏,自构藏书之堂,用藏颁赐《圣学心法》等书,请赐

名扁,诏赐名“博文”。
《孝宗实录》卷204,弘治十六年十月乙卯

9
赐晋王知烊书院额曰:“养德”,仍赐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从
王请也。

《孝宗实录》卷208,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子

10 赐沈府沁水王长子勋书院额曰“逊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3,弘治十七年六月辛酉

11 赐晋府庆成王奇浈书院额曰“尚贤”,并赐五经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5,弘治十七年八月癸亥

12 赐沈府西阳王子勋书院名“勉学”,从沈王奏也。 《武宗实录》卷1,弘治十八年五月甲辰

13 赐沈府西阳王诠钲书斋名“好古”,从沈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4,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

14 唐王即蔬圃立书院,以教其府中军校子弟,请赐额,从之,院名“养正”。 《武宗实录》卷5,弘治十八年九月癸巳

15 赐韩府襄陵王所建书楼名“荣恩”,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5,弘治十八年九月戊申

16 赐西河王书院额为“勉学”,颁《孝慈录》《孝顺事实》二书,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13,正德元年五月丙戌

17 赐隰川王聪羡所建书院为“崇礼”。 《武宗实录》卷13,正德元年五月丁酉

18
西河王奇溯奏乞书籍、书楼额,并请赐敕。诏以《为善阴骘》、《四书

集注》与之,余不许。
《武宗实录》卷15,正德元年秋七月甲申

19 赐灵川王书院额名“养性”。 《武宗实录》卷16,正德元年八月壬子

20 赐怀仁王聪淑书院名为“遵道”。 《武宗实录》卷22,正德二年闰正月壬申

21 赐山阴王成鍪书院名为“进德”。 《武宗实录》卷23,正德二年二月乙未

22 宁王宸濠“尝捐百金助修白鹿书院”。 《武宗实录》卷33,正德二年十二月壬午

23 赐楚王书院额曰“正心”,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41,正德三年八月庚辰

24
秦定王惟焯,正德四年封。关中故无史记,王求善本刊之成趣轩中,
俾学士家便观焉。…侍卫子弟,遴其俊秀者,乃设学陶育之。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

25 赐韩王书舍扁曰“崇文”,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85,正德七年三月辛亥

26 赐衡阳王书堂名“遵教”,以辽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130,正德十年十月甲寅

27 赐宁王宸濠书院名“阳春”,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136,正德十一年夏四月丙寅;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宸濠之

叛》

28 赐永和王知燠书院名曰“乐善”,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25,嘉靖二年四月戊戌

29
赐宣宁王府奉国将军听渘、聪渣、聪凑《四书大全》各一部,其书楼赐

名额曰“勉学”,皆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38,嘉靖三年四月甲寅

30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勋沤书院,赐名“养德”,仍敕其造作当于府中,不
得侵占民地。

《世宗实录》卷46,嘉靖三年十二月乙巳

31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成镯书楼,赐名“博观”,仍敕其造作当于府中,不
得侵占民地。

《世宗实录》卷46,嘉靖三年十二月乙巳

32 赐鲁府东瓯王当泚书堂名“励志”,仍给《性理大全》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57,嘉靖四年十一月戊辰

33 唐王宇温构书堂请额名赐名“居善”。 《世宗实录》卷232,嘉靖十八年十二月丙戌

34 赐汝王祜椁楼名“崇本”,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74,嘉靖六年三月辛巳

35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聪湒、聪涏建楼、堂以藏御书,请名额,诏名

其楼曰“处善”,堂曰“孝义”。
《世宗实录》卷76,嘉靖六年五月乙巳

36
赐鲁府辅国将军当灞书院额曰“养正”,仍给《四书性理大全》《通鉴

节要纲目》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85,嘉靖七年二月庚戌



37 赐鲁藩巨野王府镇国中尉观熰书院额名“承训”。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张廷玉《明史》卷一

百十六

38 赐荣王佑枢所建书楼名“崇义”,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91,嘉靖七年八月癸亥

39 赐楚王荣书院名额“崇本”,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105,嘉靖八年九月己亥

40
赐晋王新书院额名“宝善”,给四书五经大全、少微通鉴各一部。
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240,嘉靖十九年八月丙寅

41 赐宁河王奇法书院额名“明教”,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382,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壬戌

42 蜀成王让栩创义学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

43
赐楚王英敕,约束宗室,仍赐书院名曰“纯心”,以《四书五经集注》
各一部赐之,俱从所请也。

《世宗实录》卷386,嘉靖三十一年六月戊辰

44 赐淮王厚寿书楼名曰“赏赐”。
《世宗实录》卷429,嘉靖三十四年闰十一月

甲申

45 赐交城王表佃书院额名“好礼”,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460,嘉靖三十七六月辛丑

46 赐沈王恬烄书堂名额曰“修业”。 《世宗实录》卷477,嘉靖三十八年十月甲子

47
江西瑞昌王府镇国中尉多炫、多煿各捐禄米银买田五百余亩,输之

南昌学宫;又创书院一所,以待士之无居食者。
《世宗实录》卷48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辛亥

48 赐岷王定燿书院额名“乐善”,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536,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壬寅

49 赐赵府管理府事成皋王载琓书院额名“遵道”,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552,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己亥

50 赐吉王翊镇书院额曰“崇德”,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558,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己亥

51 赐广济王定书院名“遵训”,从王请也。 《穆宗实录》卷36,隆庆三年八癸亥

52 韩王朗锜以御赐书籍建楼藏之,疏请楼额名,赐名“宝籍”。 《穆宗实录》卷42,隆庆四年二月乙丑

53 赐名郑王厚烷藏奉御书之楼曰“尊训”,从其请也。 《穆宗实录》卷60,隆庆五年八月甲寅

54 赐西河王表相楼曰“崇训”,从其请也。 《穆宗实录》卷64,隆庆五年十二月甲午

55 赐华阳王承爝书院名“乐善”。 《神宗实录》卷15,万历元年七月丁酉

56 赐阳夏王载书楼额名“遵训”。 《神宗实录》卷33,万历二年闰十二月乙亥

57
肃王缙奏,本府城内有隙地一区,欲建阁尊藏宸翰外,有书楼一

所,请赐额名及祖训、会典、经书子史诸书·部覆命与四书五经各一

部,阁名“遵训”。
《神宗实录》卷62,万历五年五月丙申

58
赐德平王载塛楼额“传文”,从其奏请。盖造楼一座,供奉诏敕及盛

积古今书典也。
《神宗实录》卷32,万历二年十二月丙辰

59 赐山阴王俊栅书院额名“乐善”,仍给与经书,从王请也。 《神宗实录》卷108,万历九年正月乙亥

60 赐高堂王厚焕书院额名“思训”,从其请也。 《神宗实录》卷115,万历九年八月甲午

61 赐商河王载塨书楼额名“勉学”,从其请也。 《神宗实录》卷115,万历九年八月甲午

62
赐乐安王多爌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书院名为“博文”,从乐安王所

请也。
《神宗实录》卷144,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壬申

63 赐益王翊鈏书院额曰“逊学”,仍给四书五经一部。 《神宗实录》卷147,万历十二年三月戊寅朔

64 岷王定耀忠孝性成,恭俭夙著,捐己禄以赈乏,置学田以崇儒。 《神宗实录》卷164,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

65 赐郑王厚烷书院名额曰“景贤”。 《神宗实录》卷185,万历十五年四月辛未

66
上蔡王载奏讨书籍并书院名额,准给四书五经夜集注一部,书院

名“学文”。
《神宗实录》卷278,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庚子

67
孟津王载奏讨四书五经集注并皇明祖训、为善阴骘、孝行等书并

书院名额,诏准给之,额名“勉学”。
《神宗实录》卷285,万历二十三年五月甲午

68 赐晋王敏淳四书五经各一部,赐书院额名“宝善”,上嘉其好学,故得请。 《神宗实录》卷286,万历二十三年六月癸亥

69 赐东垣府翊铠书院额名“循理”。 《神宗实录》卷333,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丁丑

70 鲁王寿鏳捐银一千五百余两,修建学宫。 《神宗实录》卷340,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壬辰

71 赐乐昌王廷儒书院、书楼额名“弘训”。 《神宗实录》卷351,万历二十八年九月丙寅

72 赐繁昌王厚爃书院额名“味道”。 《神宗实录》卷370,万历三十年三月丁丑

73 赐庐江王厚光书院名“循理”。 《神宗实录》卷382,万历三十一年三月丙戌

74 赐建德王翊鋐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所建书院额名“守文”。 《神宗实录》卷400,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己酉

75 赐楚王叶奎书院额名“崇德”。 《神宗实录》卷448,万历三十六年七月癸卯

76 赐惠府坊额名曰“夹辅亲藩”,书楼名曰“博文”。 《熹宗实录》卷81,天启七年二月丁未

  从表1所列事例可以看出,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范围较广,包括书斋、书舍、书室、书

楼、书堂、书院、学宫、义学、小学等。修建方式有自建、有助修。绝大部分为宗室自建,即由宗室全

额出资;助修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且主要是地方的书院和学宫。所建文化教育设施也不仅仅专为宗

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这些文化教育设施,根据其功

能,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1.文化设施。文化设施主要包括书室、书斋、书舍、书楼、书阁。其功用大体一致,主要供宗室

藏书、研修之用,但也存在微小的差别。一般而言,书楼的规模较书斋、书舍、书室、书阁大,书室、书
舍、书斋、书阁规模较小;在功能上,书斋、书舍与书楼、书室、书阁也有区别,书斋、书舍,也可称书

房,主要为读书、著述的地方,藏书只是其附带的功能;书楼、书室、书阁则主要为藏书之地,但也可

成为研修之所。除此,还有专为侍从儒臣修建的侍从儒臣之馆,如秦简王诚泳撤鹰房以创侍从儒臣

之馆,供其从事文化活动使用。另外,还应包括宁王权构置的精庐及唐府三城康穆王垝营建的玩易

洞。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设施以书楼为大宗,书楼19座、书室1所、书舍1个、书斋1个、书阁1
个、侍从儒臣之馆1个,玩易洞1个,精庐1,共建文化设施在26个。其中,亲王建造12个,郡王建

造10个,将军建造4个,亲王、郡王为建造的主力;从建造时间上划分,永乐1个,弘治7个,正德2
个,嘉靖6个,隆庆3个,万历6个,天启1个,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所建约占总数的61%(见表2)。

表2 明宗室修建文化设施统计表

时间 宗室 文化设施名称 数量

永乐间 宁王权 精庐 1
弘治八年 代府镇国将军 书室 1
弘治十一年 秦王 侍从儒臣之馆 1
弘治十五年 襄王 书楼 1
弘治十八年 沈府西阳王 书斋 1
弘治十八年 韩府襄陵王 书楼 1
弘治间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垝 书楼 1
弘治间 唐府三城康穆王芝垝 玩易洞 1
正德元年 西河王 书楼 1
正德七年 韩王 书舍 1
嘉靖三年 宣宁王府奉国将军 书楼 1
嘉靖三年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 书楼 1
嘉靖六年 汝王 书楼 1
嘉靖六年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 书楼 1
嘉靖七年 荣王 书楼 1
嘉靖三十四年 淮王 书楼 1
隆庆四年 韩王 书楼 1
隆庆五年 郑王 书楼 1
隆庆五年 西河王 书楼 1
万历二年 阳夏王 书楼 1
万历二年 德平王 书楼 1
万历五年 肃王 书楼 1
万历五年 肃王 书阁 1
万历九年 商河王 书楼 1
万历二十八年 乐昌王 书楼 1
天启七年 惠府 书楼 1

  2.教育设施。明代宗室修建的教育设施主要有书院、学宫、义学和学田等。书院是古代的教

育机构,主要功能是授徒讲学,发展教育事业。宋明时期,书院较多,是我国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宗室建立的书院数量也不小,据表1所载即达41所,建造者有亲王13人,郡王25人,镇国将军1
人,辅国将军1人,镇国中尉1人,且集中建造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时期。其中,弘治5所,正德

7所,嘉靖13所,隆庆1所,万历15所(见表3)。
另外,尚有宗室献地、捐金,支持当地的书院建设。陕西西安有鲁斋书院,名闻关中,年久荒废。

弘治九年(1496)陕西提学杨一清欲复其旧观,然故址已半为民居。秦王诚泳闻之,即慷慨“捐隙地

一区”以建正学书院,支持书院办学,书院落成,亲自撰文以记其事[1]卷一《宗室一·秦王传》。白鹿书院,即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南宋朱熹、陆九渊等曾在此讲学、辩论,为理学传播的中心,也
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元末毁于战火,明正统以后多次维修,宁王宸濠亦曾捐献百金助修白鹿书

院[2]卷33,正德二年十二月壬午。



表3 明代宗室修建书院统计表

时间 宗室 数量

弘治十七年 晋王 1
弘治十七年 沈府沁水王长子 1
弘治十七年 晋府庆成王 1
弘治十八年 沈府西阳王子 1
弘治十八年 唐王 1
正德元年 西河王 1
正德元年 隰川王 1
正德元年 灵川王 1
正德二年 怀仁王 1
正德二年 山阴王 1
正德三年 楚王 1
正德十一年 宁王 1
嘉靖二年 永和王 1
嘉靖三年 永年王 1
嘉靖七年 鲁府辅国将军 1
嘉靖间 鲁府巨野王府镇国中尉观熰 1
嘉靖八年 楚王 1
嘉靖十九年 晋王 1
嘉靖三十一年 宁河王 1
嘉靖三十一年 楚王 1
嘉靖三十七年 交城王 1
嘉靖三十九年 瑞昌王府镇国将军 1
嘉靖四十三年 岷王 1
嘉靖四十四年 赵府管理府事成皋王 1
嘉靖四十五年 吉王 1
隆庆三年 广济王 1
万历元年 华阳王 1
万历九年 山阴王 1
万历九年 高堂王 1
万历十一年 乐安王 1
万历十二年 益王 1
万历十五年 郑王 1
万历二十二年 上蔡王 1
万历二十三年 孟津王 1
万历二十三年 晋王 1
万历二十七年 东垣王 1
万历二十八年 乐昌王 1
万历三十年 繁昌王 1
万三十一年 庐江王 1
万历三十二年 建德王 1
万历三十六年 楚王 1

  学田,即书院及府州县学所属的田地,其收入为学校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专资建学及赡恤贫

士”[3],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将其列入教育设施的范围。学宫,即府州县官办的学校;义学,即
是为贫寒子弟设立的蒙学,延师教读,免费上学;小学,专为王府护卫子弟而设。明宗室捐禄置办学

田、修建学宫、义学、小学共有5例:瑞昌王府镇国中尉多炫、多煿买田500余亩捐献给南昌学宫,以
为学田[4]卷489,嘉靖三十九年十月辛亥;岷王捐禄置学田以崇儒学[5]卷164,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鲁王寿鏳捐银1500余两

修建学宫[5]卷340,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壬辰;蜀成王让栩创设义学[1]卷一《宗室一·蜀王传》;秦简王诚泳于王府之西建立小

学,让军校子弟中的俊秀者入学,命王府文官任教,有时甚至亲自“课试”,对有潜力者,送其参加府

州县学选拔考试,进入地方儒学学习,开王府护卫子弟教育之先河[6]卷138,弘治十一年六月庚辰[1]。宁王权的

精庐是其个人著述、鼓琴的地方,唐王弥鍗广置于“国中”的精庐与之不同,是资助俊秀士子完成学

业的场所———学校[7]卷二《宗室二·唐王传》,应属教育设施。

3.兼具文化、教育功能的书堂。见诸记载,明代宗室修建的书堂数量不是太多,从《明实录》的



记载中仅搜集到7所(见表4)。虽皆名为书堂,但功能不尽相同:有的专为宗室藏书而建,是宗室

的藏书之堂[6]卷204,弘治十六年十月乙卯,为文化设施;有的则是藩王讲读的地方,属教育设施。如马文升针

对明 中 后 期 宗 室 存 在 的 弊 端,建 议 王 府 辅 导 官 员 要 每 日 请 王 于 书 堂 内 讲 读 经

史[7]卷六十二《马端肃公奏疏一·题为选辅导预防闲以保全宗室疏》;另如益庄王厚烨“每五日一诣书堂,命儒臣进讲陈进道及

治乱兴衰之故”[1]卷二《益庄王神道碑铭》。从表1可明确,辽府湘阴王豪壧、辽府光泽王宠怀、隰川王府奉国

将军聪湒、鲁府东瓯王当泚所建书堂为藏书之用。由于记载的简略,衡阳王、唐王宇温、沈王恬烄书

堂究竟是藏书之堂,还是讲读之所,已无法分辨清楚,姑俟待考,但明代宗室书堂存在两种功能的分

野应是确凿无疑的。
表4 明代宗室书堂统计表

时间 宗室 数量

弘治十年 辽府湘阴王 1
弘治十六年 辽府光泽王 1
正德十年 辽府衡阳王 1
嘉靖四年 鲁府东瓯王 1
嘉靖六年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湒等 1
嘉靖十八年 唐王 1
嘉靖三十八年 沈王 1

  当然,上述对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的统计应是不完全的。表1所列材料多为宗室为

其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请求皇帝赐予额名而留下的记载,修建有文化教育设施而未请额名的情况,
也应该是存在的。如益庄王每五日一诣书堂,显然是建有书堂的,但并未请名。另外,从有关明代

宗室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不少宗室藏书丰富,著述可观,当是有书楼、书室等文化设施的,但未见其记

载。不过,史学研究只能依据材料说话,不能臆测,我们只能根据确凿的记载进行统计和分析。

二、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原因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记载虽不完全,但应已囊括绝大部分,涉及的宗室人数已经不

少,且遍及亲王、郡王、将军、中尉各个爵级,这代表了明代宗室行为的另一种集体趋向,即在明代宗

室群体的一片征歌逐乐、好利渔色的喧嚣之中,欣赏到了宗室对文化教育事业执着追求的唯美的历

史图景。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修建这些文化教育设施呢? 他们的这一行为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
史籍记载较为简略,我们仅做一尝试性的分析。

第一,明政府允许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为其行为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这方面明确的记

载不多,我们只找到了一条材料,见于《明会典》和《礼部志稿》:宗室“盖造书院,止令自备工料,不得

因而干涉有司,烦扰百姓,违者许抚按官参治。”[8]卷五十七《王国礼三·书院》这一法令议定于嘉靖年四十三

年,体现了明代的国家意志,明令宗室修建书院必须自备工料,自己出资,不得滋扰地方官府,累及

百姓,否则,抚按官将予参劾治罪。认真体会这段材料,明政府是允许宗室修建书院的,只是此前宗

室在修建书院的过程中有向地方官府及百姓索要“工料”的情况发生,故做此严厉规定。但这一规

定的出台,既是对以前宗室修建书院事实的承认,更为宗室修建书院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确立了合

法性的依据,对宗室修建书院无疑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对于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政府虽未做出明确

的规定,但也是许可的,这从皇帝对宗室修建书楼、书室、书堂等文化设施的赐名就可以看出。
第二,明代宗室待遇优渥,具备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经济条件和能力。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离

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没有经济的支撑是无法办到的。那么,明宗室是否具备这种经济能力

呢? 明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10岁,立为亲王世子。诸子年10岁封郡

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诸子封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封奉国将

军,奉国将军之子封镇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封辅国中尉,辅国中尉之子及孙皆奉国中尉。“其生也

请名,长也请婚”,不授职,不任事,“禄之终身”[9]卷一百十六《诸王传》。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



军千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爵级最低的奉国中

尉亦有200石[9]卷八十二《食货六》。除常禄外,亲王还有赐田、课税赐予及不定期的丰厚赏赐等,待遇优

厚。这方面已多有论说,且为人所熟知,故不细述。可见,明代宗室、特别是亲王、郡王,是具备修建

文化教育设施的经济能力的。这也和上述的统计中,亲王、郡王是明宗室中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主

力的结论相印证。
第三,庋藏御赐书籍及“古今图书”、供奉诏敕、尊藏宸翰,是明宗室修建书室、书楼、书堂等文化

设施的直接动因。这方面的记载见于表1的就有9条。表1第1条载:代府镇国将军仕“于居第

建书室一所,奉庋御赐经籍,燕处其中,讲求义理”;第2条载:辽府湘阴王豪壧建书堂“以庋所赐

书”;第4条载:襄王佑材“建楼藏御赐经籍”;第5条载:辽府光泽王宠怀“自构藏书之堂,用藏颁赐

《圣学心法》等书”;第31条: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聪湒、聪涏“建楼、堂以藏御书”;第48条:韩王

朗锜“以御赐书籍建楼藏之”;第49条:郑王厚烷建楼“藏奉御书”;第53条:肃王缙于本府城内隙

地“建阁尊藏宸翰”;第54条:德平王载塛“盖造楼一座,供奉诏敕及盛积古今书典”。这些记载的可

靠性如何呢? 考诸《明实录》,应明代宗室的请求,朝廷确实颁赐给了宗室大量的书籍(见表5)。
据表5统计,在永乐元年(1403)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216年中,请求赐予书籍的宗室共98

人次,赐予书籍的数量也不小,且种类繁多,涵盖经史子集各个部类。赐书频次最高的书籍为四书、
五经等儒家典籍及倡导践履儒家伦理的著作《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其次为记载王朝兴衰的通鉴

类历史著作;再次为祖训、典礼、音韵类著作,其他赐书的频次皆在4次以下。如《四书》《四书大全》
《四书集注》《四书白文》等以“四书”为书名的书籍51次,《孝顺事实》25次,《为善阴骘》22次,《五
经》《五经集注》《五经大全》等以“五经”为书名的书籍12次,《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纲目》
等以“通鉴”为书名的书籍10次,《尚书》《书经集注》《书经集传》等“尚书”类书籍7次,《贞观政要》3
次,《新编五伦书》、《五伦书》等书名中有“五伦”的书籍3次,《国朝礼制集要》1次,《皇明典礼》4次,
《明伦大典》1次,《自警编》1次,《文选》1次,《史记》1次,《两汉诏令》1次,《洪武正韵》6次,《玉篇》2
次,《广韵》3次,《诗传》《诗》等“诗经”类书籍5次,《劝善书》3次,烈女传1次,《圣学心法》4次,唐李

白诗1次,《五音集韵》1次,《饮膳正要》1次,《对类》2次,《御制对类》1次,《孝经》1次,《千字文》
《百家姓》《小学》1次,《礼记》1次,《易》、《易经》、《易经注》、《易经大全》等“易类”书籍4次,《大明官

制》2次,《大明仁孝皇后内训》3次,《性理大全》《性理群书》等性理类书籍4次,《皇明祖训》7次,
《大学衍义》2次,《御制文集》2次,《历代名臣奏议》1次,《祖训条章》1次,《孝慈录》1次,释道二家

诸藏1次,《洪武礼制》1次,《皇明内令》1次,《唐三体诗》1次,《诸司职掌》1次,《历代臣鉴》1次,
《含春堂诗》2次,《祖德诗》1次,《敬一箴》2次,十七史1次。请求赐予书籍的王府,既有亲王府,也
有郡王府,但以郡王府居多。据初步统计,请赐书籍的亲王府有19个,郡王府43个。另外,斥资大

量购买书籍的宗室也不少,这仅在张廷玉《明史》诸王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宗室传中就有颇多的记

载,此处不赘。因此,言明代宗室修建书楼、书堂等文化设施是为了庋藏御赐书籍、盛积古今图书是

有根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第四,明宗室修建小学、书院、学宫,购置学田等教育设施是为了教育军校子弟、救助贫寒士子、

尊崇儒学,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如表1第6条:秦简王诚泳“于府西建立小学,凡军校子弟之秀

者,命文臣教之。”第11条:唐王立书院“以教其府中军校子弟”,为王府军校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场

所。第43条载:江西瑞昌王府镇国中尉多炫、多煿“创书院一所,以待士之无居食者”,救济贫困士

人。第60条:“岷王定耀忠孝性成,恭俭夙着,捐己禄以赈乏,置学田以崇儒。”解决地方儒学办学经

费不足的问题。这些史料都表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是他们修建、购置

教育设施的内在动力。



表5 明宗室请赐书籍统计表

时间 请求赐书宗室、结果 资料出处

永乐元年二月乙卯

肃王楧奏求书籍、药材,赐书报曰:所求书籍,今有者悉送去。惟十七史

诸书,俟印装续送。昔洪武中,兄尝奏求乳香,皇考以分封供给有制,不
与,贤弟其亮之。

《太宗实录》卷17

成化二十年四月乙巳

初,徽王见沛为子求书籍,又欲遣人往广西等处收买药材。上赐之《孝顺

事实》《为善阴骘》《尚书》《四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复书谕王,
药材不必收买,凡合用者具奏给之。

《宪宗实录》239

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子
书复淮王祁铨曰:“尔奏请颁《新编五伦书》,今特以一部奉去观览,以遂

贤弟好古乐善之心。”
《英宗实录》卷179

景泰二年十月己巳 赐鲁王肇辉《孝顺事实》等书十三部、褒城王范堮《五伦书》一部,从其请也。 《英宗实录》卷209

天顺元年五月辛未
交城王羙垸奏求《国朝礼制集要》《自警编》《文选》《史记》《两汉诏令》,上
命给之。

《英宗实录》卷278

成化九年八月乙酉 赐岷府南渭王音戴《四书大全》《洪武正韵》等书,从其请也。 《宪宗实录》卷119
成化二十一年六月癸巳 赐蜀王申凿《四书五经大全》《续资治通鉴纲目》,从所请也。 《宪宗实录》卷267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庚辰 赐辽府湘阴王豪壧《续资治通鉴纲目》《玉篇》《广韵》诸书,从其请也。 《宪宗实录》卷291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己丑 赐辽府枝江王恩钱《四书大全》,从其请也。 《宪宗实录》卷291

弘治元年二月丁巳
赐沈府稷山王诠鋈《诗传》、代府镇国将军仕垡《四书大全》《劝善书》《列
女传》,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1

弘治元年三月丙戌 赐秦府永寿王诚淋《五经》《四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2

弘治元年九月癸酉

徽王见沛以二子俱出阁就外傅,请书籍于朝。上贻书答之:“叔父生身富

贵,能以是为教,诒谋远矣。今以《四书大全》《四书集注》《四书白文》《圣
学心法》《贞观政要》《劝善书》《为善阴骘》《孝顺事实》《唐李白诗》《五音

集韵》《洪武正韵》《饮膳正要》《玉篇》《广韵对类》各一部,《孝经》《千字

文》《百家姓》《小学》,并复印件各二本附去,至可收用,惟叔父亮之。”

《孝宗实录》卷18

弘治元年九月己卯 赐晋府宁化王钟鈵《书》《诗》《礼记》三经及《洪武正韵》等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
弘治元年九月壬午 赐辽王恩鑙《诗》《传》《易》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

弘治二年三月庚辰
赐辽府松滋王《四书集注》《大明官制》《为孝阴隲》《孝顺事实》《劝善书》
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4

弘治七年九月戊子 赐秦府永寿王诚淋《通鉴纲目》,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92
弘治八年三月甲辰 赐沈府唐山王勋澄《尚书》《诗传》《四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98
弘治八年七乙酉 赐沈府灵川王诠鉌《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2

弘治八年十月辛酉 赐沈府宜山王诠鏋《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八年十一月己亥 赐代府溧阳王聪《四书大全》《为善阴骘》二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6
弘治八年十二月己未 赐吉阳王聪注《为善阴骘》《洪武正韵》《四书大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07
弘治九年三月辛巳 赐秦府永兴王诚澜《通鉴纲目》,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10

弘治九年十一月丙寅 赐辽府长垣王恩钾《大明仁孝皇后内训》及《资治通鉴纲目》各一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19
弘治十年九月戊辰 赐沈府吴江王诠铿《为善阴骘》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29

弘治十年十二月壬辰 赐沈府西阳王铨钲《五伦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32
弘治十二年六月辛卯 赐代府管理府事长子俊枤《五经四书大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51
弘治十年十二月辛卯 徽王见沛奏,宪庙尝赐道释二家诸藏,经今损坏错乱,更乞颁赐,不允。 《孝宗实录》卷132

弘治十三年十二月癸巳 赐韩府西德王偕瀞《四书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38
弘治十四年五月辛亥 赐徽王见沛《四书集注》等书,从王请也。 《孝宗实录》卷174
弘治十四年十月庚戌 赐秦府汧阳王之子秉奏《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0
弘治十五年三月甲申 赐襄王祁镛《为善阴骘》《孝顺事实》《性理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85
弘治十七年四月壬戌 赐沈府唐山王勋澄《为善阴骘》《四书集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1
弘治十七年五月辛亥 赐沈府沁水王长子勋《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2
弘治十七年八月甲戌 赐沈府西阳王铨钲《孝顺事实》《四书集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5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丁卯 赐沈府唐山王勋澄《易经》《四书集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9
弘治十七年二月甲子 赐晋王知烊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从王请也。 《孝宗实录》卷208
弘治十七年八月癸亥 赐晋府庆成王奇浈五经大全等书,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15

弘治十八年三月己酉
赐沈府宿迁王诠鎀、辽山王诠钺《孝顺事实》《四书集注》《为善阴骘》各一

部,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222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甲辰 诏赐山阴王长子成鍪《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7
正德元年五月丙戌 赐西河王《孝慈录》《孝顺事实》二书,从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13
正德元年六月甲申 西河王奇溯奏乞书籍,并请赐敕,诏以《为善阴骘》《四书集注》与之。 《武宗实录》卷14
正德元年十月戊辰 怀仁王奏请书籍,诏赐《为善阴骘》《孝顺事实》《洪武正韵》《四书集注》各一部。 《武宗实录》卷18

正德元年十一月壬辰 诏与宜山王诠满《四书集注》《洪武正韵》各一部,从其父沈王奏也。 《武宗实录》卷19



正德二年五月乙卯 赐定陶王诠鑨《四书集注》,从沈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25
正德二年七月庚戌 赐郑府繁昌王《圣学心法》《易经集注》各一部。 《武宗实录》卷28
正德二年八月辛卯 赐郑府东垣王《四书集注》《圣学心法》各一部。 《武宗实录》卷30
正德二年十月丙戌 赐郑府庐江王《大学衍义》,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31
正德三年二月戊寅 赐辽府光泽王宠瀤《皇明祖训》《仁孝皇后内训》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35
正德三年二月戊子 赐肃王次子淳化王真泓《孝顺事实》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35

正德三年四月丙申
以《御制文集》《孝顺事实》《四书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
诸书赐宁王宸濠。

《武宗实录》卷37

正德元年五月丁酉 以《皇明祖训》及《皇明典礼》二书赐沈王庶长子铨钲,从所请也。 《武宗实录》卷13
正德三年八月庚寅 赐蜀府华阳王《仁孝皇后内训》《圣学心法》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41

正德三年十一月庚子
赐襄垣王府镇国将军仕坏《祖训条章》《皇明典礼》《洪武礼制》各一部,从
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44

正德四年四月癸卯 赐沈府世子诠钲《皇明内令》《御制对类》《四书集注》各一部,从沈王请也。 《武宗实录》卷48
正德四年三月庚申 赐鲁府辅国将军当、当《四书集注》《唐三体诗》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48
正德六年五月壬子 赐辽府长垣王恩钾《皇明祖训》《皇明典礼》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75
正德六年五月丙寅 赐肃王孙弼桓《四书大全》《孝顺事实》各一部,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75
正德六年八月戊寅 赐南渭荣顺王管府事镇国将军膺鉙《皇明祖训》,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78

正德十三年八月庚辰 赐肃王《皇明典礼》《大明官制》《诸司职掌》《洪武正韵》,从其请也。 《武宗实录》卷165
嘉靖元年四月乙未 赐灵丘王聪滆《性理大全》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13

嘉靖元年九月丙辰
赐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聪湒、聪涏《四书五经大全》《性理群书》《孝顺

事实》各三部,从康肃王嫡长子俊柏请也。
《世宗实录》卷18

嘉靖元年十月壬辰 靖安王表枎奏乞书籍,诏赐《贞观政要》《四书》《五经》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19

嘉靖二年正月丁巳
赐巨野王府辅国将军当濆《四书集注》《孝顺革实》《为善阴骘》各一部,从
所请也。

《世宗实录》卷22

嘉靖二年四月癸巳
隰川王俊桓奏请《高皇帝御制文集》《仁孝文皇后内训》及《四书五经大

全》《纲目通鉴》诸书,上命赐诗传一部。
《世宗实录》卷25

嘉靖二年闰四月辛亥 鲁王为镇国将军徤檔奏求书籍,诏以四书大全给之。 《世宗实录》卷26
嘉靖二年六月戊申 岷王彦汰奏求书籍,赐《皇明祖训》《五经四书》《通鉴纲目》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28
嘉靖二年六月乙丑 赐郑府庐江王见湳尚书一部。 《世宗实录》卷28
嘉靖二年八月乙未 赐庆成王奇浈《御制文集》《历代臣鉴》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30
嘉靖三年二月丙辰 隰川王俊柏疏乞书籍,诏与《四书大全》《孝顺事实》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36
嘉靖三年四月甲寅 赐宣宁王府奉国将军听渘、聪渣、聪凑《四书大全》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38
嘉靖三年九月丙寅 赐淮王《祖训》一部。 《世宗实录》卷43

嘉靖三年十二月乙巳
赐永年王府辅国将军勋沤子彻栻等辅国将军成镯子聪泛等《书经集传》
《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46

嘉靖四年十一月戊辰 赐鲁府东瓯王当泚《性理大全》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57

嘉靖五年三月壬子

隰川王府镇国将军仕堹卒,子成钱奏乞辞禄庐墓,并求《孝顺事实》《为善

阴骘》及《五经四书大全》《朱子纲目》各一部,礼部覆奏,宗室庐墓无旧

例,有旨:与《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四书大全》各一部,余不允。
《世宗实录》卷62

嘉靖五年五月乙丑 赐晋王知烊《四书集注》《王篇》《广韵》各一部。 《世宗实录》卷64

嘉靖六年三月丙戌
赐韩王旭櫏、赵王原煜曰:《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对类》各
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74

嘉靖七年二月庚戌 赐鲁府辅国将军当灞《四书性理大全》《通鉴节要纲目》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85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
赐卫辉王弥鋿恩纪《含春堂诗》《敬一箴》《通鉴纲目》,并堂名“师古”,从
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104

嘉靖九年二月丁卯 赐伊王吁淳《四书》《易经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各一部,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110
嘉靖九年四月庚申 赐庆成王奇湏、山阴王成鍪各《明伦大典》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112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赐靖江王邦薴《书经集注》《四书大全》各一部,从其请也。 《世宗实录》卷117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戊辰 赐楚王英敕,约束宗室,以《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赐之,俱从所请也。 《世宗实录》卷386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壬午
赐沈世子珵尧《敬一箴》《皇明祖训》《祖德诗》,恩纪《含春堂诗》《四书大全》
《大学衍义》各一部,从沈王恬烄请也。

《世宗实录》卷474

万历五年四月戊辰 赐西河王《四书五经集注》,从王请也。 《神宗实录》卷61
万历八年正月庚戌 赐山阴王俊栅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 《神宗实录》卷95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壬申 赐乐安王多爌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从乐安王所请也。 《神宗实录》卷144
万历十二年三月戊寅朔 赐益王翊鈏四书五经一部。 《神宗实录》卷147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辛未 赐荆王由樊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等书。 《神宗实录》卷581

  第五,藩禁的影响。所谓“藩禁”,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宗室的限制。其目的就是为了防闲,以解



除宗室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代的“藩禁”正式开启于永乐,最后形成于弘治。内容颇多,法制严

密:宗室不得预兵事,出仕之令亦废,并不准习四民之业,王亲不任京职等。不仅权力空间尽失,且
出城省墓请而后许,藩王之间的往来更遭禁绝。“贤才不克自见”,身居封城形同幽禁,动辄得咎。
“藩禁”对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先看一组统计数据:据表2,明代宗室

修建文化设施26个,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四朝修建的即达25个;据表3,明代宗室修建的书院41
所,弘治5所,正德7所,嘉靖13所,隆庆1所,万历15所;其他如学宫、义学、小学的修建,学田的

购置,也皆在弘治朝及以后。这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对应,不会完全出于偶然,而应是存在历史和

逻辑的紧密联系。那么,“藩禁”是如何对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呢? “藩
禁”的出现及最后形成,使宗室在洪武朝的风采不再。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劣,促使宗室群体的行为

选择出现了多元的取向:有的选择了抗争,如图谋不轨、觊觎大位;有的征歌逐乐、好色渔利,沉溺于

糜烂的物质享受之中消耗生命;有的则心情苦闷、压抑,而又不甘坠落,遂谨言慎行,埋首读书、著
述,究心文化教育,重新定位人生,以转移人生的方向,寻找人生的意义。后者的事例不少。如,荆
府富顺王厚焜,正德九年封,王幼年失怙,稍壮,“乃潜心问学,发愤至废食寝,遂博贯群艺”,“嗜诗,
兼精绘事”。尝读刘向《说苑》至“臣欲事而君不用,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觉悲从中来,“辄三复涕

下”[1]卷二《宗室二·荆王传》。这里既有对父亲早逝的伤悼,更有对朝廷抑制宗藩,防闲过峻,不能实现经国

之志的无奈和抑郁。周府鄢陵四辅国将军同辖,鄢陵僖王孙,10岁受封,岁禄800石,然不以安享

富贵为满足,不愿过声色犬马的生活,认为那是“速灭之道”,不予认同。“好诗书,乐与衣冠徒游。
尝读 前 史,览 功 名 之 会,辄 抚 卷 慨 然 而 叹 曰:‘嗟,诚 使 某 备 一 官,更 生 普 鼎,敢 多 吾

哉!’”[1]卷一《宗室一·周王传》既充满了对博取功名,兼济天下的向往,也透露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

落寞。益庄王,“始藩于益,甫离紫禁,狎熟贵事,厚自贬损,鞠躬厉行,刻意学问”,面对“藩禁”的压

力,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遁入读书一途。其子厚烨,“实肖”其父,颖敏而谨慎。正德四年

(1509),封益王世子,“日居东府考览六经,搜综百氏,神解妙悟,不烦师程”。嘉靖二十年(1541),袭
益王爵,“愈自抑畏,百尔政务恪遵先王之旧”,“于外物无所嗜,顾独嗜学,鸡鸣盘漱,即洒扫庭内,陈
经史于几上,危坐讽诵,恒至夜分,虽盛暑不辍。”[1]卷二《宗室二·益王传》生活模式无异一介寒儒! 走进他

们的内心世界,能感觉到他们普遍地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被剥夺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哀怨! 也能深切

地体会到“藩禁”带给他们的心灵的震颤与恐惧! 人生的价值在何处? 怎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他们基于对生存环境的认知,做出了读书、著述的行为选择。这一行为选择极大地推动了宗室文化

教育设施的修建。宁王权,永乐元年(1403)二月,改封南昌,慑于帝威,“深自韬晦,所居宫庭无丹彩

之饰,覆殿瓴甋不请琉璃,构精庐一区,蒔花艺竹,鼓琴著书其间”[1]卷一《宗室一·宁王传》。秦简王诚泳,弘
治元年(1488)袭封,弘治十一年薨。谨守礼法,“声色歌舞、货利田猎澹然无所好”,“自奉俭素,居常

布衣蔬食”,“喜读书,凡六经子史百家,无不遍阅,一目悉记”,“喜接文儒士夫”,雅好吟咏,每逢花辰

灯夕,延至士夫,命酒赋诗,相互唱和,创侍从儒臣之馆;“易隙地一区”,建正学书院;又于王府西建

小学,教育王府护卫子弟[1]卷一《宗室一·秦王传》。秦定王惟焯,正德四年(1509)封,“循理乐善,稽古右文”,
“关中故无《史记》,王求善本刊之成趣轩中,俾学士家便观焉。”“侍卫子弟,遴其俊秀者,乃设学陶育

之。”[1]卷一《宗室一·秦王传》晋 端 王 如 烊,“好 文 雅,尝 校 《汉 文 选》、《唐 文 粹》、《宋 文 鉴》”,创 有 书

院[1]卷一《宗室一·晋王传》。鲁府 巨 野 王 府 镇 国 将 军 观 熰,“被 服 儒 素,雅 好 著 述”,所 建 书 院 赐 名“承
训”[1]卷一《宗室一·鲁王传》。蜀成王让栩,“性静哲喜儒,不迩声伎,动循礼法”,创设义学[1]卷一《宗室一·蜀王传》。
周府镇平王府奉国将军安河,“旁通子史百家言”“以代狗马球博之娱”,而“养志无方,购图史,作园

亭,延四方之游,日夕燕嬉以快!”[1]卷一《宗室一·周王传》唐成王弥鍗,“笃行博学,工诗绘而善敦睦”,弘治

二年嗣爵,“广置精庐于国中,集学徒俊秀者资给之使肄业”[1]卷二《宗室二·唐王传》。唐府三城康穆王芝

垝,成化七年(1471)封,“博通群经,尤嗜绘事,法书名画未尝一日去手”,弘治二年,营御书楼、玩易

洞[1]卷二《宗室二·唐王传》,等等。总之,读书、著述,热心文化教育,并修建文化教育设施,成为了不少宗室



舒缓“藩禁“压力、规避政治风险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另外,宁王宸濠创建阳春书院则出于图谋不轨的动机。宸濠阴蓄异志,不法术士李自然、李日

芳等 言,南 昌 城 东 南 有 天 子 气,宸 濠 迷 信 其 说,遂 建 阳 春 书 院,“特 出 游 以 当

之”[2]卷一百七十五,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并不是为了发展教育,只是相当于宸濠沐浴天子之气的行宫。宸濠捐

百金助修白鹿书院也是沽名钓誉之举,其目的是为了博得舆论的好感[2]卷三十三,正德二年十二月壬午,为夺取

明最高政权铺路。但这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三、宗室所建文化教育设施额名与明代宗室治理理念

明代宗室修建的文化教育设施数量不小,文化设施26个,书院41座,书堂7所,小学1所,义
学1所,共74座(所)。这还不包括宗室出资修建的学宫和购置的学田。其中,皇帝赐名的书楼、书
院、书室、书斋、书舍、书堂达66座(所),现列表如下(见表6)。

这些额名按涵义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务学、宝文、博文、逊学、勉学、好古、崇文、修业、宝
籍、传文、学文、守文、博观等。其中,博文赐名3次,逊学赐名2次,勉学赐名6次,崇文赐名2次,
其他皆为1次。在这些赐名中,后一字为“学”的赐名有9个,后一字为“文”的赐名6个,后一字为

“古”“业”“籍”“观”的赐名各1个。这里的“学”为名词,即学问、知识;“文”,即文化,与“武”相对;
“古”“业”“籍”“观”,虽含义各有不同,但皆不出文化、学问的范围。二是谦勤、养德、尚贤、养正、养
性、进德、正心、乐善、居善、崇本、处善、孝义、宝善、纯心、崇德、景贤等。其中,养德赐名2次,养正2
次,乐善4次,崇本2次,崇德2次,其他各一次。后一字为“德”的赐名5个,后一字为“善”的赐名7
个。“德”即道德、品行;“本”即根本,可引伸为孝亲;“善”即符合德性的事情;其他“心”“正”“义”
“贤”,皆不出道德的范围。三是荣恩、遵道、崇礼、遵训、崇训、思训、循理、弘训、承训、遵教、好礼等。
其中,遵道赐名2次,遵训3次,循理2次,其他各1次。后一字为“训”字的赐名达7个,仅次于尾

字为“学”的赐名。还有阳春、励志、赏赐、味道的赐名。明代对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的赐名是慎

重的。以书院为例,凡请名者,礼部先予核实,“不许假借虚名以滋欺罔”。核实准确后,方得“题覆

请给”。书院额名“俱取自上裁”,由皇帝钦定[10]卷十六《奏讨书院书籍》。如此程序繁复,所赐额名应具有某

种“深意”,包含了对宗室的希冀和塑造目标的表达。从上面三类赐名的涵义看,很显然,第一类赐

名的寓意就是希望宗室博极群书,潜心问学;第二类赐名就是要宗室景仰先贤,修身养性,完善道德

人格,提高道德水平;第三类赐名要求宗室循礼守法,感激皇恩,遵崇祖训,尽守藩之职,上卫国家,
下安百姓。综观三类赐名,不难看出,要求既要宗室学问博洽、道德完善,又要遵礼守法。实际上,
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三者是一体的,读书以养成德性,遵德性而守礼法,集中表达了对宗室治理的

“儒生化”的目标。
文化教育是任何社会、任何一个阶层都需要的,只是其方式可能略有不同而已。宗室在明代社

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文化教育设施的建

设。如早在洪武元年,即建大本堂,聚集古今图书于其中,延请名儒教授诸子,选取才俊之士充任伴

读[11]卷十四《东宫出阁》。洪武三年,分封制实行,亲王之国前,有出阁讲读之制,书堂设在皇极门右门,“讲
官以部臣或进士改翰林官充之。”[8]卷五十二《礼部十》东宫出阁讲学仪 隆庆三年,设置王府宗学,其主体建筑有仿

照儒学而建的“先师殿、从祀廊庑及櫺、戟二门”,以祭拜至圣先师孔子及其他诸圣先贤;同时,尚建

有祖训堂三间,尊藏《皇明祖训》及朝廷颁布的宗室管理法规《宗藩条例》《宗藩要例》;明伦堂三间,
“以肃师生瞻仰”,为宗学教学之所;明伦堂两侧,东边建有经籍所,藏有经史等类书籍,供宗学师生

使用;西边建有资赡所,为宗学师生提供后勤服务;在明伦堂、经籍所、资赡所的背后,复“各建号房

数连,每连或五间,或十间”,以供宗生住宿[12]卷七《宗学》[5]卷五十,万历四年五月壬寅。基础设施完备,规模较为宏

大。还有王府书楼由工部建造的例子,万历四十年四月,工部奏:福王在封地洛阳的府第告竣,“乞
赐钦定书楼、牌坊额名”[5]卷494,万历四十年四月戊辰。此时,福王尚未之国,工部在为其建造府第时,即修建



了书楼,等等。
表6 明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额名一览表

序号 宗室建文化教育设施 所赐额名 时间

1 代府镇国将军仕书室 务学 弘治八年

2 辽府湘阴王豪壧书堂 谦勤 弘治十年

3 襄王佑材书楼 宝文 弘治十五年

4 辽府光泽王宠怀书堂 博文 弘治十六年

5 晋王知烊书院 养德 弘治十七年

6 沈府沁水王长子勋书院 逊学 弘治十七年

7 晋府庆成王奇浈书院 尚贤 弘治十七年

8 沈府相阳王子勋书院 勉学 弘治十八年

9 沈府西阳王诠钲收斋 好古 弘治十八年

10 唐王书院 养正 弘治十八年

11 韩府襄陵王书楼 荣恩 弘治十八年

12 西河王书院 勉学 正德元年

13 隰川王聪羡书院 崇礼 正德元年

14 灵川王书院 养性 正德元年

15 怀仁王书院 遵道 正德二年

16 山阴王成鍪书院 进德 正德二年

17 楚王书院 正心 正德三年

18 韩王书舍 崇文 正德七年

19 衡阳王书堂 遵教 正德十年

20 宁王宸濠书院 阳春 正德十一年

21 永和王知燠书院 乐善 嘉靖二年

22 宣宁王府奉国将军听渘等书楼 勉学 嘉靖三年

23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勋沤书院 养德 嘉靖三年

24 永年王府辅国将军成镯书楼 博观 嘉靖三年

25 鲁府东瓯五当泚书堂 励志 嘉靖四年

26 汝王祜椁书楼 崇本 嘉靖六年

27 隰川王府奉国将军聪湒等书楼、书堂 处善孝义 嘉靖六年

28 鲁府辅国将军当灞书院 养正 嘉靖七年

29 鲁府巨野王王府镇国中尉观熰书院 承训

30 楚王荣书院 崇本 嘉靖八年

31 唐王宇温书堂 居善 嘉靖十八年

32 晋王新新书院 宝善 嘉靖十九年

33 宁河王奇法书院 明教 嘉靖三十一年

34 楚王英书院 纯心 嘉靖三十一年

35 淮王厚寿书楼 赏赐 嘉靖三十四年

36 交城王表佃书院 好礼 嘉靖三十七年

37 沈王恬烄书堂 修业 嘉靖三十八年

38 岷王定燿书院 乐善 嘉靖四十三年

39 赵府管理府事成皋王载琓书院 遵道 嘉靖四十四年

40 吉王翊镇书院 崇德 嘉靖四十五年

41 广济王定爜书院 遵训 隆庆三年

42 韓王朗锜书楼 宝籍 隆庆四年

43 郑王厚烷书楼 尊训 隆庆五年

44 河西王表相书楼 崇训 隆庆五年

45 华阳王承爝书院 乐善 万历元年

46 阳夏王载书楼 遵训 万历二年

47 德平王载塛书楼 传文 万历二年

48 肃王缙书阁 遵训 万历五年

49 山阴王俊栅书院 乐善 万历九年

50 高堂王厚焕书院 思训 万历九年

51 商河王工塨书楼 勉学 万历九年

52 乐安王多爌书院 博文 万历十一年

53 益王翊鈏书院 逊学 万历十二年

54 郑王厚烷书院 景贤 万历十五年

55 上蔡王载书院 学文 万历二十二年

56 孟津王载书院 勉学 万历二十三年

57 晋王敏淳书院 宝善 万历二十三年

58 东垣王府翊铠书院 循理 万历二十七年

59 乐昌王廷儒书院、书楼 弘训 万历二十八年

60 繁昌王厚爃书院 味道 万历三十一年

61 庐江王厚光书院 循理 万历三十一年

62 建德王翊鋐书院 守文 万历三十二年

63 楚王叶奎书院 崇德 万历三十六年

64 惠府书楼 博文 天启七年

  那么,明政府为什么还要允许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并如此赐名呢? 这与明代的宗室管理政



策的演变是相符合的。“亲亲”与“防闲”是明代宗室治理面临的一对矛盾,解决的成功与否直接关

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宗室社会的安宁。洪武之世,朱元璋信任诸藩,不仅经济待遇优厚,而且给

予崇高的政治地位,赋以统兵治政之权,诸王多拥重兵,驰骋疆场。对宗室的期待当然也是文武兼

资,洪武八年,命秦、晋、楚、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讲武事”[13]卷一○一,洪武八年九月壬子。洪武十一年,谕敕秦

相府官:“王府设官,本古之道,然古者惟以文章之士匡辅诸王。朕封诸子兼设武臣于相府者,盖欲

藩屏国家,御侮防患,无事则助王之治。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13]卷一百一十九,洪武十一年秋七月戊子 靖难之

役后,朱棣渐收诸王之权,对宗室的治理政策出现重大转折。至宣德以后,“藩禁”趋严,宗藩不得预

兵事逐渐成为一项制度。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发生,明政权遭遇严重危机。宁化王洛焕欲

率诸子从军,报效国家,诏不许[14];襄陵王欲赴京勤王,亦被禁。成化六年(1470),鞑靼侵入河

套,襄陵王再次请求率领子婿从军,宪宗严令不许。“自是宗臣无预兵事者”[10]卷一一八。不仅如此,
在宣德以后,宗室出仕之令也废:“当时大臣倡为疏忌宗室之说,遂废出仕之令。”[7]卷一八六 并不许“习
四民业”[15]。相应地,对宗室文武兼资的要求也逐渐变为了专重“德行”。宣德元年(1426),宣宗闻

代王 桂 诸 孙 失 学,贻 书 代 王,“令 王 府 官 属 教 习 读 书 以 成 德 性”,讲 习 武 事 已 经 淡

化[16]卷二十二,宣德元年冬十月乙亥。弘治年间,钟陵王觐锥自陈骁勇善骑射,熟于韬略,愿备将帅,以身报国,
兵部尚书马文升上奏说:“弓马骑射非宗藩所宜,幸自爱,读书近儒生。”[14]代表了朝廷的观点,宗室

治理的政治话语体系已与明初迥异。可见,至迟到弘治时期,明政府对宗室的要求不再是文武兼

备,而是养成德性,娴熟书史、歌咏。明代皇帝在其赐名宗室所建文化教育设施中的表达,是其宗室

治理理念的真诚流露,也是对宗室的谆谆告诫和教导,与宗室社会治理政策的转变存在密切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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